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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人“捧角”中的戏曲现代性因子

周淑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南社是1907年由青年爱国诗人陈去病、高旭、

柳亚子在上海发起，1909年在苏州正式成立的一个

以文章相砥砺、以气节相标榜、以诗歌相酬唱的著

名革命文学团体。这一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写下浓墨

重彩篇章的文人群体对晚清的戏曲界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从南社人“捧角”①这一由单一行为导向

的一系列文化变革中，可以管窥晚清戏曲中出现的

现代性因子。这些现代性因子与传统有别，对后来

戏曲的自我确立影响深远。

一、南社与冯春航：对象的锚定

戏曲改良运动的理论鼓吹以及舞台实践在晚

清戏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

末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社会各界

呼吁变革，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熏

陶的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国家民族处于存亡危急

关头，从戏剧与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强调戏

剧的社会作用，极力将戏剧与民族存亡、社会改良、

国民精神改造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戏剧自发轫起

就多重视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以利于

摘  要：	南社（1909—1923）这一文学团体在晚清对戏曲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除了来自南社成员发表的理

论主张，还来自他们的艺术实践，其中他们把“捧角”作为倡导政治革命和戏曲改良的手段。从南社成员捧京剧演员

冯春航（1888—1942）这一行为出发，可以管窥晚清戏曲中出现的现代性因子：与晚清戏曲改良的关联，戏曲演员社

会地位的新变以及南社人“捧角”所展现的晚清都市大众文化。这些现代性因子对中国现代戏曲的自我确立意义

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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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Boost Actors” of South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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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uth Society (1909—1923) had an affect on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fluence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members in South Society, but also from their 
stage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y also make boosting actors a way of advocacy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drama 
innovation. From actor-boosting practice of Pekin Opera actor Feng Chunhang by the South Society members, the 
moder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opera can be se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drama innovation, the new social status 
of actors, and the urban mass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meant a great de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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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社人捧角中的“角”一般指冯春航和陆子美，本文仅谈冯春航。1909
年11月，南社在苏州成立并第一次雅集，恰逢京剧兼新剧演员冯春航
在阊门附近某剧场演出。柳亚子和社友俞剑华每日前往观剧。1911年
2月，南社第四次雅集，又逢冯氏演出，柳亚子偕社友再次捧场，因感
动赋《海上观剧赠冯春航》七绝二首，其一云：“一曲清歌匝地悲，海
愁霞想总参差。男儿纵有心如铁，忍听尊前血泪碑。”（柳亚子《磨剑室
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南社的“捧角”风习从
这一次观剧中开启。此后，柳亚子经常携同其他南社社友一起观看冯
氏演出。以柳亚子为核心，在南社中培养了包括陈布雷、林一厂、姚石
子、俞剑华、庞檗子、叶楚伧、朱少屏、沈道非等人在内的冯春航的忠
实观众。柳亚子还与南社社友们在主持的《民立报》《中华民报》《民声
日报》《太平洋日报》等诸多报刊及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中发表了大
量揄扬冯春航的文字。



- 12 -

第32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①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
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③ 亚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④ 同③。
⑤ 关于《玫瑰花》和《江宁血》这两个剧的记载，可参看龚义江：《南方京

剧旦角改革的先驱者冯子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9年版。

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而这一时期戏剧改良的提倡

者，利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涤荡了中国传

统戏剧原本包含的封建伦理教化的庸俗内涵，赋予

它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功用，使它承载

“革命救国”这一新的时代思想。

早在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

报》，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认为小说、戏曲能

“使民开化”，“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

史之上”①。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

系》中提出，要把小说、戏曲同维新变革的政治运动

结合起来，要求小说、戏曲为社会改良服务。②以梁

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戏曲改良，主要由

知识分子在案头进行，虽然进行了一些创作实践，

编写了一些新剧本，但这些剧本大多不符合舞台演

出要求，所以很难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通过舞台表演

来感染观众从而给他们以启蒙的效果。1904年10

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

台》，在发刊词中，他们明确表达了以戏曲改良挽救

中国时局沉沦的革命立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

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惟一之目的。”③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唤

起国家思想”，其潜台词就是要求反清革命。事实也

确乎如此。在发刊词中，柳亚子（亚庐）极力主张排

演“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以及法国革命，美国独

立等中外历史剧，以激励民众“建独立之阁，撞自由

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④。这

些言论在舆论界、戏剧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且，

南社的这些成员也非常重视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

的艺术实践，并通过与戏曲艺人的密切合作，使自

己的改革主张真正体现在舞台上。南社成员把“捧

角”作为倡导政治革命与改良戏剧的手段，有力地

配合并促进了近代轰轰烈烈的戏曲改良与政治

革命运动。

南社成员把“捧”这一行为的对象定位于冯春

航，可以说是南社人自己对戏剧的期待和“角”的思

想、行动等特征的不谋而合，因为冯春航自身就主

张戏剧应以改良社会和启迪民智为己任。据《中国

戏曲志•上海卷》记载：“冯春航除演出传统戏《三娘

教子》 《花田错》 《鸿鸾禧》 《贵妃醉酒》 《儿女英雄

传》外，又热衷提倡内容进步的新编清装或古装戏，

清光绪三十年（1904）和夏氏兄弟在丹桂茶园以《玫

瑰花》一剧开风气之先。新舞台建立后，又排演《妻

党同恶报》、《新茶花》、《恨海》（一名《情天恨海》）、

《江宁血》、《贞女泪》（一名《刑律改良》）、《黑籍冤

魂》、《冯小青》、《红菱艳》、《杜十娘》、《花魁女》、《孟

姜女》、《薄汉命》等‘醒世新剧’。”[1]因此，他的演出

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真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南社人捧冯春

航并不是单向度的文人对伶人的捧，而是一种惺

惺相惜、志同道合，甚至有点相见恨晚的意味。或者

可以说，南社人在戏剧上的理论主张在冯春航这个

“角”身上得到了呼应，捧者与被捧者之间是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南社人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对戏剧的

理论见解，而“角”冯春航在舞台上践行着这种理论

主张。但是，这并不是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度指导，而

是二者之间的一种不期而遇，相遇后又互相影响的

关系。冯春航早在十五岁（1902）时，即自编自演新

戏《玫瑰花》，内容是说一个叫玫瑰村的地方，有一

位能文能武的少女玫瑰花。村子被猛虎侵入，伤人

害畜，村民请来前村猎户相助驱虎，虎害虽除，但是

猎户盘踞不走，带来人祸。在玫瑰花的带领下，众村

民齐心协力方才赶走猎户，恢复家园。该戏显然是

影射借清兵招来后患的故事，表达“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的思想。该戏演出后反响很大，剧中人物被称

为“法国自由女神”的中国象征。另外还有一部戏叫

《江宁血》⑤，是反映辛亥革命的。早期南方京剧就有

如此关怀时事、结合现实的创作实践，是十分难得

的，给予后来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南社成员之一陈去病（佩忍）的《论戏剧之有

益》是阐发文艺之社会功能的名篇，他在其中强调

戏剧的社会意义：“彼也囚首而丧面，此则慷慨而激

昂；彼也间接于通人，此则普及于社会。对同族而

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垂涕以

道……”[2]308也就是说，戏剧的作用不单单是让观众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它还有启蒙的意义，能在观众

中调动起一种想象性的诗性正义[3]，使社会各界在

不知不觉中，“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最终有助于民

族共同体的生成。陈佩忍认为只有在戏剧里面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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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暴动和秘密这两种相为表里的质素，才可以通过

它表达目的。他认为戏剧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作用如

此巨大，是因为它保存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并且能

够直接面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惟兹梨园子弟，犹存

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

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

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

之惨，人民流离之悲……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

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

化力之入之易而出之神也。”[2]310即是说，戏剧的妙

处在于能够以一种表面的合法的形式将那些反抗

的、潜在的颠覆性的力量不露痕迹地伪装起来。并

且，他认为，戏剧团体本身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它

可以成为汇聚革命力量的组织。其实，陈佩忍已经

把戏剧作为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他用一种转喻的

修辞勾连起戏剧舞台与现实的关系，不仅仅要求舞

台上的表演具有移风易俗、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

兴国家的作用，而且，他还期待戏剧孕育出现实中

的革命行动。从这一点，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德

国戏剧理论家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的行为表演

美学，这种理论主张把身体的扮演作为一个符号过

程，这个符号的意义指向体现在把精神和身体这两

个世界连成一体的过程中，把戏剧舞台与日常生活

场景结合起来，使事件的发生在两者中穿梭。[4]在日

常生活中实现一种社会性的驱动和变革，不管是20

世纪初作为南社社员的陈佩忍，还是当代德国戏剧

理论家，其实都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伦理呼唤。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梨园中人已

不满足于仅仅在舞台上进行宣传，表达爱国热情，

而是从粉墨登场变为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在这一时

期，上海成立了伶界商团，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与潘

月樵均为商团负责人，并兼任上海伶界救火联合

会会长。武昌首义后，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人率领

伶界商团及救火会的武行演员们参加了攻打上海

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冯春航也参与了这场战斗，他

们用真实的肉身实践了上演壮剧的抱负。同时组织

募捐义演，志愿革命，为光复上海作出了贡献。其

实，南社人与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早在1902年就有

交往，而且汪笑侬就和夏氏兄弟等戏曲界有识之士

决意将戏曲改良作为振兴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所

以，完全可以说南社人捧角所推动的戏曲改良，确

实影响到了戏剧界内部的自我认同建构。伶人亲身

实践革命，书写了清末革命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

南社人强调表演，其根本意义在于要求在艺术与生

活之间建立政治性的联系，这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

自我确立意义深远。

二、南社人捧角中“角”的新社会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捧角”，“角”虽然被捧，但是是

作为一种“物”供捧家赏玩，捧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

的姿态来审视“角”的。而南社文人的“捧角”，是把

“角”作为朋友，因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而“捧”，以

文相捧，看演出、写赠诗，更多理解和关怀，更多推

心置腹。南社人捧角首先预设了“角”是独立、自主

的个人，这种平等打破了文人和伶人在社会身份、

等级、地位上的等级界限与不平等。换言之，“这种

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者说，它

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5]。而且，冯春航后来加

入南社，成为南社的一员，也证明南社人捧角并不

是单向度的对“角”的“捧”，捧家和角之间是互相影

响、共同进步的关系。

如果以同时期—1912年末至1915年—上

海京剧界和舆论界的另一支捧北旦贾璧云的队伍

作参照，以他们刊印的《璧云集》和南社刊印的《春

航集》①作比较，可以得到更加明晰的认识。

1.体例

《璧云集》先刊登罗瘿公为贾璧云作的《贾璧云

传》，随后便是易顺鼎、樊增祥、狄葆贤、包天笑等20

位京中遗老名士和上海报界精英捧贾璧云的旧诗

词，共有31首。前后两部分加起来一共12页纸，虽然

是为贾璧云宣传炒作，但是仍带有文人逸士玩赏名

旦、雅集酬唱的性质。而且这种先小传后题诗的形

式，实质上并未脱去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安乐山

樵之《燕兰小谱》奠定的“小传/序+赞诗”模式的花谱

传述体例。

《春航集》分上、下两册，洋洋240页，在篇幅上，

大大超过了《璧云集》。上册先附冯春航化妆小影22

幅，接下来的“文艺”栏收录柳亚子和其他南社社友

与冯春航相关之通信。“诗苑” “词林”则主要收录南

社诸君与冯春航的酬唱诗文。“剧评”栏，录柳亚子

《箫心剑态楼顾曲谭》、寄尘《太平洋文艺批评》、之

① 这是当时著名的“冯贾党争”：1912年9月，在北京已经声名稳固的京
剧演员贾璧云南下上海演出，受到欢迎，撬走一些冯春航的戏迷，南
社成员“恶紫之夺朱”，贾和冯形成竞争态势，于是贾的支持者称为
“贾党”，包括有很多南社成员在内的冯春航支持者称为“冯党”，在各
种报刊上对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周淑红：南社人“捧角”中的戏曲现代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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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横七竖八之戏话》、定仙《梨园羼抹》四种报刊的

剧评、剧论，从各个角度讨论冯春航其人、其艺。《春

航集》可以说是一部带有同人性质的捧角专集。而

《春航集》下册，开篇“剧史”栏刊载柳亚子长文《〈血

泪碑〉本事》，评论它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对冯春

航的艺术表演才华极力赞赏。接下来的“杂纂” “补

遗”则辑录当时大量报刊上的冯、贾剧评论争，其中

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声音，主要还是扬冯贬贾的文

字，但无论如何，《春航集》的规格形式不同于“小传/
序+赞诗”模式的花谱传述体例，它已远远突破了传

统捧角专集的体式，带有现代人物传记的色彩。

2.内容

以包天笑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刊登在《璧云集》

的旧诗词创作多来源于对贾璧云的审美性关心，他

们关注的是贾璧云所体现的美感与魅力，而对花旦

技艺的评价却并无兴趣。例如“文艺”栏开篇易顺鼎

的《贾郎曲》中，一开始就把贾璧云比作小家碧玉的

女子，将男旦演员女性化的意识展露无遗：“广陵一

片繁华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黄金

大半销歌舞。”[6]707接下来连用了几个古代美女的典

故，描绘贾郎的风姿神韵，极尽赞誉之至。包天笑的

诗句“最难巧笑与轻颦”也并不是对贾璧云的表演

进行评价，体现的则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包括后

面对诗的补充说明中，有的记述了贾璧云演婢女很

拿手：“贾郎善演婢女，所演《翠香寄柬》 《青云下书》 
《打樱桃》 《明月珠》诸剧，均工妙入神。”[6]714但这些

都好像是在对咏物对象进行细心观察。

以包天笑为中心的文人群体是通过捧贾璧云

来开展自己的文学活动的，与其说这些清朝遗老、

上海报人不约而同地喜爱贾璧云，不如说“捧贾璧

云”这一行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以艺会

友的机会，可以说《璧云集》的出版也是他们发表旧

诗词的一个机会。《璧云集》里包天笑、罗瘿公、樊增

祥诗的和韵诗以及送别诗、宴饮诗很多，即可作为

旁证。

易顺鼎的《哭庵赏菊诗》中叙述了这样一件轶

事，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剪掉留到民国以后的长辫

之际：

贾郎未剪辫时，予亦尚未剪辫。有人问贾

郎何以不剪辫。贾郎曰候易先生剪后，我始剪

耳。此为予与贾郎第二次之记念……癸丑春，

予再入都，始剪辫，闻贾郎尚未剪，予颇愧之，

旋闻贾郎亦已剪矣。[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易顺鼎虽然在这段文字

中想要表现的是自己剪掉长辫的行为是为了履行

和旦角贾璧云的约定，这段文字将他政治身份的变

化巧妙地蒙混过去，但却从侧面泄露了贾璧云这个

伶人的被动地位。

所以说，虽然都是众星托月般地“捧”，但是，

《璧云集》呈现的伶人的身份是低于旧派文人的，而

《春航集》中的伶人则拥有与文人平等的身份。

再看《春航集》。《春航集》中并没有过多关注

冯春航的容貌，而是更加注重他的人格和表演。柳

亚子在《海上观〈血泪碑〉赠春航》中把冯春航比作

明末著名昆腔男旦王紫稼，并自况为王郎之知音

吴伟业：

明灯华烛小温存，枨触人天旧爱根。绝代

销魂王紫稼，可怜并世有梅材（村）。[8]136

南社社友庞树松看不懂王紫稼之喻的深意，柳

亚子就作了《王郎曲》一首来解释。《王郎曲》概括了

王紫稼的一生，称颂了他结交东林君子、不畏阉党

气焰的高尚品格，暗含倡优戏子反而能识真英雄的

慨叹。到诗篇末尾则“图穷匕见”，称“剥复相乘几百

年，自由花放正婵娟”[8]151，再引出“今世王郎”冯春

航，目的是赞颂古今两位进步优伶给社会带来的美

好，令世间自由之花绽放。

南社人除了关注冯春航的人格，也关注他的表

演。柳亚子在《箫心剑态楼顾曲谭》中对冯春航所演

剧目有许多细致的评析。冯春航跷功扎实，他利用

这一优势踩跷饰演小脚女子照相，柳亚子评论道：

“且以六寸圆肤，饰为纤趾，其不雅观已甚。”[9]124后

来冯春航就放弃在京剧表演中使用跷功了。又如柳

亚子评《血泪碑》说：“五六本法场一幕，为最精警。

临刑时增添说白数语，为前次所未有者，尤觉动人

魂魄。惟官隶鸟兽散后，幕即下垂。时间太促，致绞

台并颈之状态，匆匆掩过，未免可惜。”[9]126

另外，《春航集》中的剧评虽然扬冯抑贾的居

多，但也有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这些剧评不

像捧角之争经常陷入一边倒的争辩，而是根据京剧

的知识和理论，围绕着演员的技艺展开了公正的辩

论。例如，很多论者就都持有贾璧云擅长演喜剧、冯

春航擅演悲剧这样一种看法。管义华在比较二人时

说：“考璧云所善之戏，为红梅阁梵王宫，而春航不

能也。春航所长之作，为刑律改良血泪碑等，而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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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也。二人各有所长不能相较。”[10]7编茅《论冯贾

（其三）》一语道出了实质：“其实各有所长，亦何必

争？”[10]18这些剧评从客观的视角对冯春航和贾璧云

都进行了肯定，这些评论者并不是“为捧而捧”，而

是有自觉的剧评文体意识，使剧评这一文体得到

发展。

可以说，《春航集》和《璧云集》在体例和内容上

呈现出来的表象差异从本质上讲是由对待伶人这

一群体的不同心态造成的。捧贾璧云的清朝遗老和

报界精英把伶人这一群体看成“物”，所以过多关注

其表象，而南社人把这一群体作为独立的人，更加

关注他们的艺术。对艺术的更多关注，无疑是具有

现代色彩的。

三、捧角，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捧角风气在晚清蔓延，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

晚清社会大众文化萌发的结果。大众文化本质上是

特权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变，特权和等级对个人的

制约降到最低限度，个人只要有闲暇功夫和经济实

力，都可以参与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各种不同的文

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像封建社会，个

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选择都受到当权者意志的

严格规范和干涉。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大众的诞

生，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大众”其实也是一个

政治问题。但是，这个政治问题本身却是由商业引

发的，因为大众文化之“大众”的社会学视角恰恰是

同质的个体。大众的诞生，首先是个体独立的过程。

徐甡民在《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中就说过：“近代社

会的变革和重构，也在于异质个体的产生以及它们

在社会政治关系中日渐形成的自主性、多元性和自

由选择的权利。”[11]这一个体独立的过程也即韦伯

所言的“祛魅”过程。人依赖某物，臣服于某物，无疑

会使某物“神秘化”，使它具有魔力。在早期崇拜中，

人们把自然神化、把帝王将相神化以及把国家神化

都是“魅力”发生的过程。涂尔干深刻地指出人类是

在不知不觉之中崇拜他们的社会的，“神圣的东西

首先依赖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

恰恰就是社会本身的再现”[12]，这其实就是“魅力”

的发生机制。因此，真正的主体独立性、平等的权利

和选择的自由必然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就是

说，是魅力平凡化的过程，或是一个摆脱依赖性的

过程。韦伯精彩地指出，这个过程是通过现代经济

来实现的，他强调“平凡化的前提是消除魅力对经

济的陌生性”[13]。当魅力变成食俸禄者，这一过程也

就完成了。

晚清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商业社会

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

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

务”[14]。大众文化的商业特色是晚清现代性的一个

表征，虽然商业化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等同，但是，

戏剧表演艺术渐渐拥有独立的身份并可以与都市

中其他娱乐活动竞争，而且可以用经济收益来衡

量。戏剧表演已经不再是宗教祭祀、仪式等的附

庸。随着上海新舞台的落成，戏剧的商业化使其得

到社会的肯定，它的独立性正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

方面。

晚清戏剧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影

响着戏剧欣赏与演出的价值体系的转换，捧角不再

是束之高阁的少数士大夫以及权贵阶层的特权。须

知捧角在整个封建社会乃至前清时期和普通大众

的生活相距甚远，而到了清末民初，它越来越被融

入更多世俗的成分、平民的成分，成为一种大众文

化。“要知道戏剧是大众的娱乐，不能离平民而独存

的”[15]，使得戏剧这一行业与现代传媒、商业活动越

来越密切相关。捧角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当

京剧表演中名角制产生后，一些著名的京剧角儿成

为戏迷们追捧的对象。捧角作为城市社会的大众娱

乐行为，不管是达官贵族、社会名流，还是文人、平

民百姓，都疯狂地投身这一娱乐活动之中。

捧角使得角儿们的社会身份公共化，角儿们自

身成为舆论的焦点和话题，从而形成社会大众的一

种娱乐资源。京剧名角制的产生，表现为角儿们在

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幅提升，成为社会大众

追捧的对象，以至于形成“追星”这一具有现代意义

的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与演艺活动有关的社会公众心态，也从对戏

曲艺术的欣赏、着迷，分化为对名角本人及其生活

的关注，出现了社会性的迷恋、推崇某位名角的风

气的流行。

捧家和角之间出现了具有现代色彩的“粉丝”

和“明星”的关系属性。表面上，捧家们追看演出花

钱如流水，要无条件地、热情地消费名角的艺术。例

如南社捧角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演出。南社在苏

州虎丘成立并第一次雅集，适逢冯春航在阊门附近

某剧场演出，柳亚子等人就“天天涉及梨园”，“做了

周淑红：南社人“捧角”中的戏曲现代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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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曲周郎”[16]。本质上，捧家对名角的“捧”是一种情

感经济。情感经济指的是市场上出售的不再仅仅是

物质产品，还有非物质的、符号性、情感性体验。消

费越来越多地与意义的创造相关联。澳大利亚学者

贾莱特认为，消费者可以利用他们的“非物质劳动”

生产出商品的“文化内容”。对于品牌来说，最重要

的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情感关系。消费者的忠诚

和情感是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17]在这里，捧

家们不仅要关注角儿们的色、艺，也热爱对自己具

有特别意义的名角，关注名角演绎的文化形象。大

众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是由一定的符号和象征

组成的，而且这些符号和象征都代表或指向一定的

意义。名角的符号意义，是美好的社会理想。所以对

南社成员们来说，名角不仅寄托革命理想，而且才

德亦须兼备。庞树松在《冯春航传》中云：“偶与春航

谈，作语颇名隽，以是疑春航非无学者。嗣春航之师

夏月珊语余以春航在学之成绩，余以是重春航。欧

风东渐，新剧盛行，春航所编之血泪碑，惠兴女士诸

剧，先后出世，春航隐隐以改良社会教育为己任，人

亦以是益重春航。”[18]这一对冯春航品行的宣传就

好比今天的粉丝致力于总结偶像的优秀事迹四处

宣传。庞树松在冯春航的传记里，指出他一生中高

尚的表现，这是粉丝的共同表征。必须要注意的是，

名角的符号和意义，捧家是参与塑造和认同，而不

是被动接受的。角儿们需要传达群体的思想和独特

文化，以此来达到群体的文化认同，加强这个共同

体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南社成员也正是通过他们的

报纸栏目，以写剧评、诗词等方式实现这一特性的。

在捧角过程中，不仅要消费角儿们创造的文

化产品，而且还要对角儿忠诚。正如美国学者哈特

所说：娱乐工业和各种文化工业的焦点都是创造和

操纵情感。[19]在媒介娱乐领域，情感经济的意义更

加不容小觑。粉丝既是明星品牌意义的创造者，他

们的情感强度和持久度也直接决定着品牌的经济

价值。或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戏迷已经成为名

角的重要个人资产，至少与名角本人的魅力和才华

同样重要。所以，南社人对冯春航的情感具有强烈

的排他性。即使承认对手也有价值，但必以自己偶

像为超常之品，无与伦比，不可以常理度之。对偶像

的竞争对手，会有强烈的反对和抨击。“冯贾党争”

就是典型案例。即使是南社本社人之间，也曾为“捧

角”大开笔战，同时，他们不能容忍对自己偶像的批

评和攻击。1912年夏，雷铁崖给柳亚子的信中称赞

他在汉口看戏时看到的伶人郭凤仙非常美丽，并且

给“美”添加了“第一”这个最高级限定词，这使柳亚

子非常生气—郭凤仙如果“第一”，那么置冯春航

于何地？柳亚子立即回了一封信。叶楚伧记述了柳

亚子、姚鹓雏等人为冯春航大起争论的经过：“林一

厂、柳亚子、俞剑华之于冯春航，不啻视为上天下地

之第一人物；而姚鹓雏、胡寄尘毁之，又穷形尽致。

旗鼓对峙，锋针相向，大有如中俄交涉更无退让余

地之概。”[20]后来，冯春航身材走形，梅兰芳红了之

后，南社成员有的去“粉”梅兰芳了，柳亚子对这种

“变心”转而欣赏其他明星的行为不赞同，姚鹓雏在

《菊影记传奇》里写柳亚子说：“惟有梅州林一民，百

折不挠，助我张目。其余竟连檗子、楚伧，深法定力，

也都见异思迁，立马梅家军下了。”[21]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捧角带有很强的商业色

彩。原本大众文化的诞生是个人从封建的权力支配

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悖论的是，却又陷入了

金钱支配下的另一种权力拘囿。而且，金钱支配下

的娱乐难免出现格调低俗的状况，低格调捧角是为

色而乐，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林黛玉十八

扯，怡园电灯亮如水，大家争把正座包，万头耸动如

毫毛。齐齐心，喊声好，喊破喉咙我不老。眼波溜，眉

峰锁，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适才瞧见否，黛玉分明

望着我。”①在这里，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

遗。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城市大众娱乐文化内

容的，这种娱乐文化内容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捧角到极端，不可避免地会与色情相

撞，这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在消费社会中，肉体和性扮演了新的角色，鲍

德里亚认为：身体变成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的两

个重要因素：美和色欲。[22]肉体也成了运作中的价

值符号，成为人们盲目追逐的对象。消费社会给予

身体一种“文化”的礼遇，使身体成为了“文化”的一

个事实。肉体纳入物体的符号系列，是由于肉体可

以成为符号系列中最有潜力的资本和崇拜物。消费

时代的身体文化显示出：身体的解放是真正合乎人

的本性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审美的、反对

拜物教的，但现在这个被解放了的身体却走向了市

场，变成了消费品。这是当前一个尖锐而又有待解

① 转引自徐建雄：《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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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悖论，这个悖论和上文所述的大众文化的悖论

又是统一的。所以对有美好的形体、容貌、声音的欣

赏，包括有情色意味的欣赏，是捧角文化的必有内

容。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南社同仁的伦理道德和社会

理想。相对于北京清贵们的绮靡淫滥，南社人对冯

春航的要求是一种克制的不妖艳的美，要“清”而不

要“浊”，要“清艳异常”，或“哀感顽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南社人捧角这一行为与晚清戏曲

改良的关联，其对伶人这一群体的尊重、对演员技

艺的关注，及其体现的晚清都市大众文化的特色，

都可以作为戏曲中的现代性因子。捧角并非始于南

社，但这些现代性因子把南社人的捧角与其他人的

捧角区别开来，赋予捧角更多新的内涵。南社人捧

角的实质在于倡导一种戏剧新理论和新观念，在戏

曲界推行一种新风气与新面貌，在于以评促改。虽

然这些现代性因子离戏曲本身呈现现代的本质变

异还很遥远，南社对现代戏曲的主要影响也并不在

此，但是这些因子作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戏曲领域

内的表现形式，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作为社会文化的

一部分的戏曲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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